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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和淹水对长江口潮滩盐沼植物碳储量的影响

薛　 莲，李秀珍∗，闫中正，张　 骞，丁文慧，黄　 星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要：盐生植物是盐沼有机碳储存的“临时库”，也是土壤有机碳累积的主要来源，其碳储量大小对盐沼生态系统“碳汇”功能的

发挥十分重要。 以长江口潮滩本地种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和海三棱藨草（Ｓｃｉｒｐｕ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及入侵种互花米草（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为研究对象，采用单因素盆栽实验，模拟分析淹水盐度（０、５、１０、１５、２５ 和 ３５）、淹水深度（０、１０、２０、４０、６０ｃｍ 和 ８０ｃｍ）
和淹水频率（每天、每 ３ 天、每 ７ 天、每 １０ 天和每 １５ 天）变化对各盐生植物地上、地下和总体碳储量大小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

明，随着淹水盐度增加，芦苇、互花米草和海三棱藨草地上部分与总体碳储量均显著降低。 土壤盐度可分别解释其地上部分碳

储量变异的 ４７．２％、６６．５％和 ７２．７％，与总体碳储量变异的 ３４．７％、４５．０％和 ６２．０％。 随着淹水深度增加，芦苇地上部分、总体碳

储量和海三棱藨草地上部分碳储量均显著降低，其变异的 ６８．６％、２８．５％和 ７１．１％可由淹水深度变化（１０—８０ｃｍ）解释。 互花米

草在 ８０ｃｍ 淹水深度下仍有较高的地上部分碳储量和总体碳储量。 ３ 种盐生植物碳储量对淹水频率变化的响应差异均不显著，
所有处理地下部分碳储量差异也未达到显著水平。 总体而言，互花米草对水盐胁迫的耐受性要强于本地种芦苇和海三棱藨草。
尽管互花米草和芦苇具有相对较高的碳储量，但水盐胁迫对其碳储量的显著抑制作用不容忽视。 海三棱藨草碳储量本就不高，
输入土壤的有机碳量较为有限，海平面上升及盐水入侵等逆境胁迫会使其对盐沼“碳汇”贡献更加微弱。
关键词：盐生植物；盐度；淹水；碳储量；海平面上升；长江口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ｄａｌ ｓａｌｔ
ｍａｒｓｈ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ＸＵＥ Ｌｉａｎ， ＬＩ Ｘｉｕｚｈｅｎ ∗， ＹＡＮ Ｚｈ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 ＤＩＮＧ Ｗｅｎｈｕｉ，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６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ｅ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ａｖｅ ａ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ＣＯ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ｔｏｒｅ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ｏｌ ｏｆ ｆｉｘ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ｏｓｔｌ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ａｙｅｄ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ｏｏｌ， ｗｈｉｃｈ ｈｏｌｄ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ｓａｌｔ ｍａｒｓｈ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ｄｒｉｖｅｎ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ｈｏｗ 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ｄ ｓａｌｔ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ａ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ａｂｉｏｔｉｃ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ｅｓ ｔｏ ａｌｔｅ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ｐｕ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ｐ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０， ５， １０， １５， ２５， ａｎｄ ３５），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０， １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ａｎｄ ８０ｃｍ），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 ｅｖｅｒｙ ３ ｄａｙｓ， ｅｖｅｒｙ ７ ｄａｙｓ， ｅｖｅｒｙ １０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 １５ ｄ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ｒｐｕ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Ｓ．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ａｎｄ 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０） ｔｏ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３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ｔｏ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Ｓ．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ａｎｄ 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 ｗａｓ ａｂｏｕｔ ４７．２％， ６６．５％， ａｎｄ ７２．７％， ａｎｄ ３４．７％， ４５．０％， ａｎｄ ６２．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６８．６％， ２８．５％， ａｎｄ ７１．１％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ｓ （１０—
８０ｃ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Ｓ．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ｄ ｈｉｇ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ｔ ａ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８０ｃｍ， 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 ｓｅｖｅｒ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ａｌｔ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ｍｉｇｈｔ ｌｅａｄ ｔ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ｏｏ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ｔｏ ｓｏｉｌ． Ｆｏｒ 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ｒｅｓｓｆｕ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ｗｏｕｌ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ｗｅａｋｅｎ ｉｔｓ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ｈｕ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ａ “ ｎｅｇｌｉｇｉｂｌ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 ｏｆ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ｓａｌｔ ｍａｒｓｈ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ａｎｄ Ｓ．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ｔｈａｎ ｉｎ 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ｉｇｎｏｒ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ｅ，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ｒｉｓ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河口及滨海盐沼因其显著的“碳汇”功能和对全球变化的快速响应已成为当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领

域［１⁃３］。 作为盐沼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盐生植物可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大气中的 ＣＯ２，合成有机物转化为

自身生物量进入生态系统［４⁃５］。 死亡后的植物残体沉积、埋藏进入土壤，是盐沼生态系统有机碳输入的主要

途径［５⁃６］。 同时，“海⁃陆”交汇的独特地理位置，有利于盐生植物接受径流和潮汐等机械搬运带来的大量有机

碎屑、营养盐等［２］，一定程度上可补充其生长、发育所需养分，有利于维持相对较高的初级生产力［１，７］。 盐生

植物还可通过枝叶直接捕获含碳泥沙悬浮物，并借助植物群落的缓冲作用降低湍流能，进而影响潮汐水体中

悬浮颗粒物沉降速率［８］。 总的来说，盐生植物“内源”输入和“外源”捕获两种方式共同促进了盐沼滩面垂向

淤涨，对“碳汇”功能的实现极为关键。
随着盐沼滩面向海距离渐近，地势逐渐降低，潮汐和风暴潮等干扰程度明显增加，非生物逆境胁迫更为严

峻［９］，使得河口及滨海盐沼对多数植物而言是极具压力的栖息环境。 盐生植物能在此定居，反映其对潮滩理

化环境极强的适应能力［１０⁃１１］。 潮差范围内与滩面高程共变的土壤盐度梯度和淹水梯度，被公认为是影响盐

生植物生长、繁殖和空间分布的关键压力因素［９⁃１０］。 然而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伴随着人类活动强烈干扰，
海平面上升、盐水入侵、风暴潮频率和强度增加等严重影响着盐沼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１２⁃１３］，并会进

一步导致潮滩水盐环境的改变，通过抬升潮汐作用基础水位，造成淹水深度和频率增加、盐水入侵加剧等严重

后果。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间，全球海平

面上升速率约为 ３．２ｍｍ ／ ａ。 而我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约为 ３．７ｍｍ ／ ａ（１９９３—２０１５ 年） ［１４］，高于全球平均水

平。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ＮＯＡＡ）监测数据显示，长江口吕四站（江苏启东境内）海平面上升速率达

４．９７ｍｍ ／ ａ（１９６１—２０１１ 年）。 预计未来 ３０ 年，长江口海平面将上升 ６５—１５０ｍｍ［１５］。 高海平面可导致海岸侵

蚀加剧和盐水入侵发生。 如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份长江口盐水入侵持续超过 ２３ｄ，青草沙水库取水口最大氯度值为

５０００ｍｇ ／ Ｌ［１６］。 过度淹水或高盐分环境既可直接限制盐生植物初级生产力和降低植物碳储量，又会导致盐生

植物枝叶对泥沙悬浮颗粒捕获效率的下降，进而改变盐沼生态系统有机碳累积和循环过程。
尽管长江口盐沼植物群落组成简单、自海向陆分带渐变、非生物逆境梯度明显，为分析水盐环境变化对盐

沼“碳汇”能力的影响提供了理想的实验场所。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盐沼碳储量规模与空间分布格局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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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难以排除其它生物或非生物因素干扰，且难以量化不同环境因子对不同盐生植物碳储

量变异的实际贡献，也无法准确模拟海平面上升和盐水入侵等极端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 为此，本文采用盆

栽控制实验，将海平面上升、盐水入侵通过潮汐作用带来的水盐变化划分为 ３ 个维度，即淹水盐度、淹水深度

和淹水频率，探究盐生植物碳储量大小对单一环境因子变化的响应。 这对应对海平面上升，制定盐沼生态系

统“碳汇”功能提升策略，丰富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对野外采样观测实验有

益和必要的补充。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崇明东滩（３１°２５′—３１°３８′Ｎ，１２１°５０′—１２２°０５′Ｅ）位于崇明岛东部，是长江口规模最大、发育最完善的河

口型潮汐滩涂湿地，在调节气候、净化水质、促淤造陆和抵御风暴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７⁃１８］，于 ２００２ 年被

列入《湿地公约》的国际重要湿地名录，２００５ 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该区域地处欧亚大陆东部与北亚

热带南缘，属于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１５．３°Ｃ，年平均日照时数 ２１３８ｈ，无霜期长达 ２２９ｄ，年平均降雨

量 １０２２ｍｍ，夏季热带气旋及其伴随的暴雨和风暴潮时有侵袭［１９⁃２０］。 崇明东滩属于非正规半日潮型，多年最

大潮差和平均潮差分别为 ４．６２—５．９５ｍ 和 １．９６—３．０８ｍ［２１］，每日有两次涨潮和落潮过程，每月有两次大潮和

小潮，且潮汐日不等现象十分明显。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因促淤造陆和海岸线稳定维护需要引入互花米草（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前，崇明东滩

盐沼植被以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群落和海三棱藨草（Ｓｃｉｒｐｕ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群落为主［１７， ２０］。 由于互花米草

极强的适应和扩散能力，迅速发展成为该区域优势物种之一，形成比较典型的植被带状分布格局：光滩⁃海三

棱藨草带⁃芦苇带，和光滩⁃海三棱藨草带⁃互花米草带⁃芦苇带［２２］。 近期实施的互花米草生态治理和海三棱藨

草种群重建工程，对崇明东滩盐沼植被空间格局影响显著，尤其是互花米草分布范围明显缩减。
１．２　 实验设计

本文以长江口潮滩本地种芦苇和海三棱藨草，及入侵种互花米草 ３ 种典型盐生植物为研究对象，采用露

天盆栽培养方法，设置单因素控制实验，量化分析淹水盐度（０、５、１０、１５、２５ 和 ３５）、淹水深度（０、１０、２０、４０、
６０ｃｍ 和 ８０ｃｍ，０ｃｍ 即达最大持水量后停止淹水，约 ２００ｍＬ ／盆）和淹水频率（每天、每 ３ 天、每 ７ 天、每 １０ 天和

每 １５ 天淹水）变化对盐生植物地上、地下和总体碳储量大小的影响，每个处理 ３ 次重复。 为突出展现单一环

境因子梯度变化的影响，未予考虑的另外 ２ 个环境因子均统一设定为崇明东滩盐沼常见的环境状态。 即在淹

水盐度实验中，淹水深度和淹水频率分别为 ２０ｃｍ 和每 ３ 天淹水；在淹水深度实验中，淹水盐度和淹水频率分

别为 １５ 和每 ３ 天淹水；而在淹水频率实验中，淹水盐度和淹水深度分别为 １５ 和 ２０ｃｍ。 淹水当天分早晚 ２
次，模拟日潮和夜潮。 由于崇明东滩涨潮迅速，从光滩到各植被带依次经历潮水的时间差较小，约在 １ｈ 左右，
且各植被带单次潮汐持续淹水约为 ４—５ｈ，短期模拟潮汐的控制实验难以准确展现较小淹水时间差异所产生

的影响，故未将其列为处理因素，并简化潮汐日不等规律，确定所有处理中单次淹水时间为 ４ｈ（日潮 ５—９ａｍ，
夜潮 ５—９ｐｍ）。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初在崇明东滩潮间带选择高度一致、分布均匀、长势健康且未被扰动的单物种群落挖取目

标植物的无性系分株，确保根系完整并带有原生土壤，土层厚度约 ３０ｃｍ，以野外密度移栽至花盆（上口内径

３２ｃｍ、下口内径 ２６ｃｍ、高度 ３０ｃｍ，盆底 ２ 个 ３ｃｍ 直径圆孔）。 芦苇和互花米草移栽入盆后为提升存活率直接

修剪掉地上部分（高约 ２０—３０ｃｍ），待新枝芽破土而出。 海三棱藨草根系较浅且移栽时幼苗高约 ２—５ｃｍ，故
不予修剪。 本实验包括预培养（５—６ 月）和实验处理阶段（７—１０ 月），移栽后未立刻实施胁迫处理而是给予

一段缓冲期，旨在减轻移栽损伤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海三棱藨草因物候特点会较早衰老，故实施时间为 ７—９
月。 实验期间不施用生根粉或缓释肥，每 ２ 周清除杂草，避免非目标植物种间竞争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各盆

栽植物在实验周期内未发现病害或虫害。 控制处理实施前（６ 月底）测得芦苇、互花米草和海三棱藨草供试盆

３　 ９ 期 　 　 　 薛莲　 等：盐度和淹水对长江口潮滩盐沼植物碳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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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中植株密度分别为 ４８±９（ｎ＝ ５１）、１２±２（ｎ＝ ５１）和 ３０６±３２（ｎ ＝ ５１）株 ／盆，且同类型植物盆栽土壤盐度背景

值无显著差异。
每个潮汐模拟装置由 ２ 个水箱（长 ９７ｃｍ，宽 ７６ｃｍ 和高 ７０ｃｍ）构成，其中一个放置待处理的同类型 ３ 盆植

物（即每个处理的 ３ 个重复），另一个盛放设定浓度盐水，水箱下部安装连通水管和控制水龙头。 对于 ４０ 至

８０ｃｍ 淹水深度处理，盛放水箱换成更大容量水桶（直径 １００ｃｍ，高 １３５ｃｍ）。 “潮涨潮落”模拟借助水泵实现，
且水泵处理时间不计入 ４ｈ 内。 选用人工海水养殖专用海盐和经初步过滤沉淀沟渠水（盐度 ２—５）进行不同

浓度（５—３５）盐水配置。 淡水（０）使用自来水或雨水，单次流经潮汐模拟装置，其它浓度盐水回收使用，每 ２
周换新。 每次处理实施前均用便携式盐度计（Ｍａｓｔｅｒ⁃Ｓ ／ Ｍｉｌｌα，ＡＴＡＧＯ，日本）测定并调整（添加海盐或水），确
保符合盐度设置要求。
１．３　 分析方法

控制实验结束后（１１ 月初）收割芦苇和互花米草地上部分，海三棱藨草 １０ 月初收获。 所有植株齐地修

剪，区分为茎、叶（含叶鞘）、穗 ／果实和枯立物不同构件，分装入纸袋进烘箱在 １０５°Ｃ 下杀青 ２ｈ，再在 ６０°Ｃ 下

烘干 ７２ｈ 后称量干重。 完成地上生物量收获后，用内径 ７ｃｍ 聚氯乙烯管在每个花盆随机取 ３ 个柱状样，木锤

敲至盆底后拔出，记录土柱高度，土样放入 １００ 目网袋（长 ４５ｃｍ，宽 ３０ｃｍ）冲洗去除杂质，烘干后获得根状茎

和须根的集合作为地下生物量。 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共同构成总生物量，均换算成以 ｇ ／ ｍ２为单位，且地

下生物量是单位面积表层土壤（０—３０ｃｍ）中的干物质重量。 植物不同构件样品烘干、粉碎后过 １００ 目筛，采
用元素分析仪（Ｖａｒｉｏ Ｍａｃｒｏ，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ｅ ＧｍｂＨ，德国）测定有机碳含量，再以植物各构件生物量

乘以有机碳含量求得其碳储量，加和获得各植物地上、地下和总体碳储量。 盆栽土壤样品使用数显电导率仪

（ＤＤＳ⁃１１Ａ，雷磁，上海）测量电导率并换算成土壤全盐量（ｇ ／ ｋｇ）。
１．４　 数据处理

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数据分析，Ｏｒｉｇｉｎ ９．０ 完成插图制作。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检验

植物碳储量在不同环境梯度下的差异显著性，用最小显著性差异法（Ｌｅａ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ＳＤ）进行多重

比较，当 Ｐ＜０．０５ 时具有显著性差异。 为确保均值比较结果准确性，在分析前对数据进行转化，以满足正态分

布和方差齐性检验。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定量解释环境变异的相对贡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淹水盐度变化对植物碳储量的影响

随着淹水盐度增加，芦苇、互花米草和海三棱藨草地上部分碳储量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图 １ａ）。 淡水

处理（０）和半咸水处理（１５）下各植物地上部分碳储量分别为海水处理（３５）下的 ３．４ 倍、２．０ 倍、４．５ 倍和 ２．９
倍、１．４ 倍、２．２ 倍，而地下部分碳储量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 各植物总体碳储量也随淹水盐度增加而显著

降低（Ｐ＜０．０５）（图 １ｂ）。 海水处理下芦苇、互花米草和海三棱藨草总体碳储量仅为淡水处理下的 ５１．０％、５７．
４％和 ４２．２％，为半咸水处理下的 ５７．２％、７６．０％和 ７６．４％。

芦苇、互花米草和海三棱藨草地上部分、总体碳储量与其对应的土壤盐度呈现显著线性回归关系（Ｐ＜
０．０５）。 随着土壤盐度增加，３ 种盐生植物地上部分和总体碳储量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 土壤盐度可分别解

释芦苇地上部分、总体碳储量变异的 ４７．２％、３４．７％（图 ２ａ 和 ２ｂ），和互花米草相应变异的 ６６．５％、４５．０％（图
２ｅ 和 ２ｆ）。 海三棱藨草地上部分、总体碳储量变异有 ７２．７％、６２．０％由土壤盐度不同造成（图 ２ｉ 和 ２ｊ）。
２．２　 淹水深度变化对植物碳储量的影响

随着淹水深度增加，芦苇和海三棱藨草地上部分碳储量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地下部分碳储量差异并不显

著（Ｐ＞０．０５）（图 １ｃ）。 当淹水深度增加到 ８０ｃｍ 时，芦苇总体碳储量和海三棱藨草总体碳储量呈显著下降趋

势（Ｐ＜０．０５）（图 １ｄ）。 互花米草恰好相反，相较于 ０ｃｍ 淹水深度处理，有水覆盖（１０—８０ｃｍ）更利于地上部分

和总体碳储量提升，但对淹水深度的增加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响应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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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３ 种盐生植物经历不同淹水盐度、淹水深度和淹水频率处理后地上、地下和总体碳储量（平均值±标准差，ｎ＝ ３）变化差异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ｍｅａｎ±ＳＤ， ｎ ＝ 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ｓｉｘ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ｓｉｘ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ＬＳＤ 多重比较，同组中标注不同字母即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ｎｓ”即差异不显著

通过对土壤盐度的逐月监测发现，１０ 至 ８０ｃｍ 淹水深度处理下，同一植物类型盆栽土壤盐度差异均不显

著（Ｐ＞０．０５），但均显著高于 ０ｃｍ 处理（Ｐ＜０．０５）。 可见，芦苇、互花米草和海三棱藨草碳储量对淹水深度

（１０—８０ｃｍ）变化的响应差异与土壤盐度无关。 由此构建了淹水深度（１０—８０ｃｍ）变化与各盐生植物地上部

分和总体碳储量的回归方程，其中芦苇地上部分和总体碳储量均随淹水深度增加而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并在

４０ｃｍ 淹水深度处理下地上部分碳储量达到最大值，淹水深度变化可分别解释其变异的 ６８．６％、２８．５％（图 ２ｃ
和 ２ｄ）。 互花米草地上、地下和总体碳储量与淹水深度变化均不存在显著线性关系（Ｐ＞０．０５）（图 ２ｇ 和 ２ｈ）。
海三棱藨草地上部分碳储量随淹水深度增加而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图 ２ｋ），其地上部分碳储量变异的 ７１．１％
与淹水深度变化有关，但总体碳储量与淹水深度的回归关系并未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图 ２ｌ）。
２．３　 淹水频率变化对植物碳储量的影响

由图 １ｅ 和 １ｆ 可知，芦苇、互花米草和海三棱藨草地上、地下部分和总体碳储量在不同淹水频率处理下差

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 土壤盐度的逐月监测结果显示，每天淹水处理下的土壤盐度要显著高于其它淹水频

率下的土壤盐度（Ｐ＜０．０５），随着淹水频率处理实施时间延长，土壤盐度差异逐步缩小。 可见，淹水频率处理

对各盐生植物碳储量的影响与土壤盐度有关。 但并未随土壤盐度增加而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可能与本控制

实验较短的处理周期（３—４ 个月）有关。

３　 讨论

３．１　 盐生植物碳储量对水盐变化的响应探讨

水盐变化是河口及滨海盐沼生态系统区别于其它生态系统类型最典型的环境特征。 其中，土壤盐分主要

通过渗透胁迫（即时效应，引起生理干旱）和离子胁迫（累积效应，引发中毒）对植物生长、发育构成威胁［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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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３ 种盐生植物地上部分、总体碳储量与土壤盐度回归关系；３ 种盐生植物地上部分、总体碳储量与淹水深度（１０—８０ｃｍ）回归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ｅ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ｌｅｖｅｌｓ （１０—８０ｃｍ）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ｅｓ

而潮水浸没常会导致土壤呈现低氧、甚至缺氧状态，进而影响植物维持正常新陈代谢过程的能力［２４］。 多数植

物对水盐胁迫都具有敏感性，主要采取基因水平上的遗传分化和个体水平上的表型可塑两种对策来适应胁迫

环境［２５］，即同一物种内的植株个体可在体积大小、生长速率、器官配置和繁殖策略等外在表型上产生差异以

增加环境适合度。 植物初级生产力和碳储量大小作为抵消压力影响后直观的综合表现，可较好地反应其对逆

境胁迫的耐受能力。
文中，当淹水盐度从 ０ 增加到 ３５ 时，互花米草地上部分、总体碳储量下降程度（４９．５％、４２．６％）要低于芦

苇（７０．３％、４９．０％）和海三棱藨草（７７．８％、５７．８％）。 淹水深度增加显著降低芦苇和海三棱藨草地上部分碳储

量、总体碳储量，但互花米草在 ８０ｃｍ 淹水深度下仍有较高的地上部分碳储量和总体碳储量。 可见，互花米草

对水盐胁迫的耐受能力要强于本地种芦苇和海三棱藨草。 这与前人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即逆境胁迫下互花米

草的种间竞争能力相对更强［２６⁃２７］。 在当前持续上升的海平面及盐水入侵作用下，３ 种盐生植物耐受能力差异

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互花米草在群落组成中优势度的提升和空间格局上的散布扩张，进而影响河口及滨海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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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生态系统有机碳累积动态。
植物和土壤作为盐沼生态系统中有机碳储存的两大蓄库［１， ２８］，对河口及滨海湿地“碳汇”能力的维持十

分关键。 但植物因生长周期限制，相对于土壤中有机碳长期、稳定的蓄积而言，仅充当着有机碳储存固定的

“临时库” ［２８］。 植物衰老死亡后，地上和地下碎屑残体在土壤微生物作用下分解转化，进一步稳定成为土壤

有机质前体［５］。 在本文设置水盐梯度下，３ 种盐生植物碳储量大小均受到不同程度抑制，输入土壤中的植物

碳量显著降低。 海三棱藨草碳储量（（６３６±１６８）ｇ ／ ｍ２，ｎ＝ ５１）本就不高，水盐胁迫会使其对土壤碳库的贡献更

加微弱。 尽管互花米草（（２５９７±５９０）ｇ ／ ｍ２，ｎ ＝ ５１）和芦苇（（１５３３±３１８）ｇ ／ ｍ２，ｎ ＝ ５１）有着相对较高的植物碳

储量，但海平面上升及盐水入侵等逆境胁迫带来的抑制影响也不容忽视。
３．２　 盆栽实验与野外调查的盐生植物碳储量对比分析

一般来说，不同区域野外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会受到气候条件、地貌特征、植物物候、养分补给和遗传特

性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 为减少区域差异，本文仅选择了崇明东滩、九段沙和杭州湾等野外调查数据与控制

实验结果进行比较，目的在于考查盆栽培养方式对各盐生植物碳储量大小的限制程度。 由表 １ 可知，本文芦

苇地上部分碳储量低于梅雪英和张修峰［２９］、邵学新等［３０］ 分别在崇明东滩、杭州湾的测定结果，但高于刘钰

等［３１］、张天雨［３２］在九段沙、崇明东滩的调查数据。 而互花米草和海三棱藨草地上部分碳储量均高于野外监

测结果。 芦苇因地下根系碳储量累积受限，导致总体碳储量略低于野外。 互花米草总体碳储量和野外数据接

近，海三棱藨草地下部分和总体碳储量均高于野外调查数据。 可见，尽管盆栽培养方式因花盆空间限制、养分

制约，及原位移栽带来的机械损伤，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供试盐生植物生长，但并未过度限制碳储量大小，也
不会影响碳储量对水盐变化的响应研究。 而且，３ 种盐生植物碳储量排序为互花米草＞芦苇＞海三棱藨草，与
梅雪英和张修峰［２９］、张天雨［３２］在崇明东滩调查结果表现一致，证实了芦苇和互花米草对河口盐沼生态系统

有机碳累积的重要贡献。

表 １　 盆栽实验与野外调查条件下植物碳储量对比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盐生植物
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ｅｓ

盐生植物不同部位碳储量 ／ （ｇ ／ ｍ２）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ｅｓ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地下部分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研究区域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ｓ

芦苇 １０２０±１６０ ３０００±８９０ ４０２０±１２１０ 梅雪英和张修峰 ［２９］ 崇明东滩

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１４９０±８７ ２１６±１３ １７０６ 邵学新等［３０］ 杭州湾

４８９ １７４７ ２１６４ 刘钰等［３１］ 九段沙

５５０±１８０ １１８０±２１０ １７３０±３９０ 张天雨［３２］ 崇明东滩

７４６±１９９ ７８７±１８９ １５３３±３１８ 本研究 盆栽实验

互花米草 １４６２±７９ ３７９±２１ １８４１ 邵学新等［３０］ 杭州湾

Ｓ．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７６１ １４９７ ２１４７ 刘钰等［３１］ 九段沙

１０３０±２０ １５８０±１６０ ２６１０±１８０ 张天雨［３２］ 崇明东滩

１４８０±３７２ １１１７±３４２ ２５９７±５９０ 本研究 盆栽实验

海三棱藨草 ３９０±９０ １２０±３０ ５１０±１５０ 梅雪英和张修峰［２９］ 崇明东滩

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 １２７±６３ ７６±３８ ２０３ 邵学新等［３０］ 杭州湾

２８０±９０ １８０±６０ ４６０±１５０ 张天雨［３２］ 崇明东滩

３９０±１４３ ２４６±９３ ６３６±１６８ 本研究 盆栽实验

此外，由于淡水径流、潮汐等携带“外源”有机碳或营养盐输入通量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控制实验难

以模拟，故本文暂未考虑其对各盐生植物碳储量大小的影响。 同时，海平面上升和盐水入侵带来的淹水和盐

度变化往往是同时存在的，本文仅采用单因素控制实验，未考虑两者交互作用，与野外实际存在一定偏差。 但

分析盐生植物与单一环境因子的定量关系，是了解复杂生态问题的重要前提，也是评价各项环境因子在生态

系统中共同作用的基础。 下一步还需充分了解两者的耦合机制，并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探讨海平面上升及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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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入侵等逆境胁迫对盐沼“碳汇”能力的影响，这对于维持和发挥河口及滨海湿地固碳潜力，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４　 结论

互花米草地上、地下部分和总体碳储量均相对最高，芦苇次之，海三棱藨草最低，表明互花米草和芦苇对

长江口盐沼生态系统有机碳累积具有重要贡献。 随着水盐逆境胁迫加剧，芦苇、互花米草和海三棱藨草地上

部分、总体碳储量均受到不同程度抑制，输入土壤中的植物碳量显著降低，但互花米草对水盐胁迫的耐受能力

要强于本地种芦苇和海三棱藨草。 海三棱藨草碳储量本就不高，海平面上升及盐水入侵等逆境胁迫会进一步

削弱其对土壤碳库的相对贡献。

致谢：本研究在样品采集和室内分析过程中得到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杨斌、张运清和姜

俊彦等同学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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